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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研究

———基于陕、甘、鲁三省９６０户调查数据

张强强,霍学喜,刘军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基于山东、陕西和甘肃三个苹果主产省１１个县(市)８７个村庄的９６０个苹果

种植户实地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主要

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家庭中种苹果的劳动力人数、兼业化

程度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苹

果种植年限,苹果种植规模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不同地区

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明显.因此,为了寻找促进苹果产业规模化、专业化、现代

化发展的对策,政府应加强中年苹果种植劳动力的务农技能培训,构建更具有针对性的劳动

力社会化服务供需对接机制和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扩大农户苹果生产经

营规模,根据区域特征差异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苹果生产节本增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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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农村社会变迁力量(新的生产工具、新的耕作方法、新的组织机构等)的影响,传统小农家庭经

营者的生产方式必然走向“终结”[１Ｇ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大量的农村家庭

劳动力被迫转移外出务工,引致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妇女化、老龄化方向发展[３Ｇ５],该发展趋势使人们更

加关注“谁来种地”的问题[６Ｇ８];另一方面随着农业产业的改造与发展,农业产业的发展趋势逐步向科

技、技术、信息现代化转变,在此背景下,即使农村劳动力没有因为产业间经济差异而发生明显转移,
小农生产者也往往很难突破自身素质与技术条件等现实制约[９],这迫使人们更加关心“如何种好地”
的问题[１０Ｇ１２].前者“谁来种地”的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业生产者如何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生产环节

获得全部可能收益;后者“如何种好地”的问题实质则是要解决农业生产者如何在技术密集型的农业

生产环节突破现有制约实现收益最大化.同时,近年来,受农业生产规模化相关政策鼓励与农业生产

规模经济的外部利润诱导,部分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步扩大生产规模.
但在扩大生产规模追求农业产业规模报酬之前,农业生产者通常需要提前考虑区域内农业生产资源

(专业劳动力、机械、技术水平等)供给是否充足.换言之,无论农业产业的主体是普通农户还是企业

组织,在做出生产决策时都会面临“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好地”的问题.
农产品生产环节外包能够有效化解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家庭经营中劳动力结构性失衡问题,其为

“谁来种地”与“如何种好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破解思路与现实路径.农产品生产环节外包是指将农

产品生产过程的部分或者全部环节承包给其他个人、农业生产大户、合作社或者专业化服务企业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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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主体的一种行为[１３].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中的外包方属于委托人,对农业生产

全过程拥有完全的监督决定权,提供外包服务的专业个人或团体属于代理人,根据代理约定从事农业

生产,以获取相应报酬,这一过程同时实现了委托人家庭的劳动力报酬与代理人规模经营的劳动力报

酬最大化.一方面,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能够显著改善农户自身福利[１４Ｇ１５];另一方面,生产环节外包供

给主体能够通过向区域内专业化种植户提供专业化服务,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服务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环节外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重要性、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

等方面.首先,部分学者从资源禀赋约束与节约交易成本视角分析农业生产外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Wolf通过对美国西部地区牧场主外包行为研究发现,受基础设施匮乏,劳动力有限,管理时间不足等

条件的限制,约９１％的牧场主愿意将小母牛的饲养环节外包出去[１６];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农业生产种

植户将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团队,其目的是节约成本,实现有限资源的效率最大化,以Picazo等对西

班牙柑橘种植户的生产环节外包决策行为为例说明[１４].其次,有学者重点研究农业生产外包的作用

机理及效益实现.赵玉珠等从农户分化视角论述农技外包的形成机制并通过构建农技采纳效益模

型,从外包供需两个角度阐述农业技术外包的效益实现途径[１７].除此之外,有学者运用微观案例及

数据研究农业生产外包水平的影响因素.例如 Gillespie等通过分析美国西部地区牧场主青贮饲料

的外包动因发现,牧场主的个体特征与牧场饲养规模显著影响外包水平[１５];蔡荣等通过对安徽省水

稻主产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生产环节属性、农户家庭特征与水稻生产特征对生产环节外包有显著影

响[１８].申红芳等运用需求价格理论分析了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农户特征及区域环境对稻农外包行为

的影响发现,不同的生产环节外包存在不同的市场结构,相对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型生

产环节的价格机制作用较弱[１９].
多视角的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与借鉴,但是,现有文献多以种植水稻等粮食作

物的农户为考察对象,鲜有对经营多年生、高价值农产品的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基础性研究和定

量研究.近年来,苹果种植呈现出专业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苹果产业已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农业

经济的支柱产业[２０],但苹果种植户的妇女化与老龄化加剧了苹果种植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苹果产业

发展中劳动力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和

单位产出,有效化解苹果生产中“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等突出问题.因此,对该产业农户生产环节

外包行为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有利于促进苹果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推动苹果生产的现代化改

造.基于此,本文利用陕西、甘肃和山东三省９６０个苹果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选择二元 Logistic
模型重点考察影响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以期寻找促进苹果产业规模化、专
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对策和弥补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理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农户,其经济目标是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２１],家庭经济行为决策不

仅是出于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的理性决策,也是出于家庭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情况的理性考虑[２２],
因此,农户在衡量自用工可能带来的产出损失和雇工带来的成本增长后,最终做出是否雇工的选择.
当只考虑劳动力作为唯一投入要素时,苹果生产种植者的生产函数为:

Y＝ f xs( ) ＋εg xe( )[ ] １－δ( ) (１)

δ＝
０,xs＋xe≥x

－

δ,xs＋xe＜x
－{ (２)

式(１)中,ε表示雇佣劳动力的努力水平,δ表示实际劳动投入与生产所需劳动投入量之比,ε和δ

均大于０且小于１.式(２)中,xs 为自用工,xe 为雇工量,x
－

为农业生产环节最低劳动投入量.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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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农业生产环节,生产者需要在一定周期内完成农艺操作;如果未能在既定周期内完成所需工

作,可能无法实现最大化产出.例如,苹果种植生产中的疏花疏果环节,种植户需要在苹果开花期内,
按照种植技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为完成这项工作,农户既可以选择投入自身劳动力,也可以选

择雇佣劳动力,或者二者结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农户为实现收益最大化,需要决定以上要素

的组合方式,并在既定时间内完成要素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最优决策是xs＋xe≥x
－
;相反,如

果xs＋xe＜x
－
,即表示农户未在既定周期内完成生产活动,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农户未能最大

化其产出,产出损失风险为δ.在雇佣劳动力的情形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存在,农
户很难直接观测到雇佣劳动力努力程度ε,且监督雇佣劳动力需要成本.农业劳动的非连续性、监督

的困难性以及成果的最后决定性抑制了苹果生产环节的市场分工[２３].
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实质上是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自身文化素质、家庭实际情况等既定条件

约束下所做的生产决策.可以假设农户是否将苹果生产的某一环节进行外包的决策函数为:

F R( ) ＝
１,R＝ΔEα１,α２,􀆺,αn( ) －ΔCβ１,β２,􀆺,βn( ) ＞０
０,R＝ΔEα１,α２,􀆺,αn( ) －ΔCβ１,β２,􀆺,βn( ) ≤０{ (３)

式(３)中,R 为农户预期净收益的增量,ΔE α１,α２,􀆺,αn( ) 表示农户选择外包后收入的增量,ΔC

β１,β２,􀆺,βn( ) 为农户选择外包必须承担的成本,α、β 分别表示影响农户收入和成本的各种变量,

F R( ) 表示农户某一生产环节外包的选择行为.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只有当农户选择外包后的收

入增量大于成本增量时,农户才会选择在该生产环节进行外包,此时F R( ) ＝１;相反,当农户选择外

包后的收入增量小于成本增量时,农户则会选择完全采用自用工,此时F R( ) ＝０.外包所带来的收

入增量可视为农户从事非农工作等低机会成本就业所带来的福利增加,这部分变量与农户自身条件

和家庭状况密切相关.外包所带来的成本增量主要受生产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的影响.

２．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拟从苹果生产决策者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

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４个方面探究影响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决策的主要因素.
(１)苹果生产决策者的个体特征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决策行为有影响.目前,我国苹果生产

仍然以家庭经营为主,是否选择将某一生产环节外包是家庭中苹果生产决策者综合考虑家庭资源禀

赋与外部环境既定约束,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后所做的理性选择.因此,家庭中苹果生产种植决

策者的个体特征在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苹果生产种植决策者的

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历.①性别.男性在劳动强度、劳动力量和生产效

率方面相对女性而言具有比较优势,因此男性不倾向于将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而女性在从事农业劳动

方面的能力要比男性弱,因此女性更多选择外包[２４],本文假设女性苹果生产决策者比男性苹果生产

决策者更愿意采用外包行为.②年龄.随着年龄增大,苹果生产决策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强,生产趋

于保守且偏爱自用工,加上种植经验越丰富,更容易完成用工量较少且技术性要求高的苹果生产环

节.同时,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越大,其非农就业机会越少,在自身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其
趋于在劳动强度较低的生产环节不采取外包行为[１３,１９,２５],本文假设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对生产环

节外包行为具有负向影响.③受教育程度.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备更高的学习能

力与专业技能,从事非农产业的能力越强,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越弱[２６],更倾向于将农业生产环节外

包,本文假设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其外包行为选择.④社会经历.党员和村干部

是农业生产中新事物的推广者,生产环节外包作为一种打破传统小农生产的新兴方式,他们采用的概

率要高于普通农户[２７],本文假设是党员或有村干部经历的苹果生产决策者采用外包的概率相对较

高.⑤组织参与.苹果相关组织是提高农户生产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降低单个农户在

生产环节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增加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净收益,有助于加深农业生产的分工程度,因
此,农户加入苹果相关组织能够促进苹果生产环节分工[２８],本文假设参与苹果相关组织可以提高农

户采用外包行为的概率.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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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家庭特征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决策行为有影响.①种苹果的劳动力人数.家庭中种苹

果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户,一方面能够有效利用家庭劳动力满足农业生产环节的劳动供给,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该农户对苹果生产收入的依赖性较强,苹果生产所面临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带来的收

入不确定性导致以苹果收入为主的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较差,从而限制其对苹果生产环节外包

的购买意愿[１８],本文假设家庭种苹果的劳动力越多,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可能越小.②苹果种

植年限.家庭种植苹果年限越长,苹果种植经验越丰富,苹果生产中所投入的专用性物质资产越多,
苹果生产的“套牢”效应迫使其越趋向于专业化生产,苹果生产过程中的分工程度加深,因此,本文假

设苹果种植年限越长,农户采用外包行为的概率越大.③兼业化程度.农户兼业化程度①反映了农

户家庭收入来源的基本结构,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说明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以农为主

的农户在家庭农业劳动力和年龄允许的情况下,一般倾向于不选择外包服务[２１].本文假设农户的兼

业化程度对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３)生产特征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决策行为有影响.①苹果种植规模.苹果种植规模越大,

家庭所面临的劳动力约束越大[３０],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大.本文假设苹果种植规模正向影

响农户外包行为.②苹果园细碎化程度.目前,学界衡量土地细碎化的指标主要包括户均拥有土地

块数,地块平均大小、S指数、J指数等.由于本文所用调研问卷中缺乏对每个地块面积的调查,因此

本文无法计算S指数、J指数等指标.因此,综合考虑前人对土地细碎化衡量方法的阐述,以及数据

的可获得性,本文将使用苹果园块均面积来衡量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土

地的集中规模经营,外包服务供给方也会因此提高外包服务价格,从而增加外包成本,抑制农户采取

外包行为.本文假设苹果园细碎化程度越高,农户采取外包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４)外部环境特征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决策行为有影响.①离最近乡镇距离.离最近乡镇

的距离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机会与外包服务的获取,离乡镇距离越近,获取非农就业与外包服务的机会

越多,农户越倾向于生产环节外包[２５].本文假设离最近乡镇距离正向影响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选

择.②雇工成本.雇工成本直接反映采用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支出,较高的雇工成本可能会抑制农

户的外包需求[３１].本文假设雇工成本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负向影响.③不同地区农户可

获取的外包资源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以甘肃省作为对照组,设置山东和陕西区域虚拟变量,尽可

能减小样本之间的差异性.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１．数据来源

本文支撑数据为国家现代苹果产业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组织团队成员于２０１６年７—８月对３个

苹果主产省的农户入户调查所得.具体抽样过程如下:①根据农业部«苹果优势区域布局规划»方案,
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即PPS抽样方法)从１２２个苹果基地县②抽取了１１个县;②继续采

取PPS抽样方法在每个样本县抽取２个乡镇作为二级抽样单位;③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抽取４个村

作为三级抽样单位;④在每个样本村按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取１０个农户进行入户面对面问卷调

查,共访谈农户９６７户,经过整理分析,剔除部分数据缺失问卷７份,最终获得９６０份有效农户问卷,
问卷有效率为９９．２８％,符合研究要求.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

２．变量选取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选取苹果生产决策者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４个

方面１４个变量进行分析,变量的具体定义、描述性统计及预期作用方向如表２所示.

１３

①

②

通常是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农户的兼业化程度,８０％以上的为纯农户,５０％~８０％的为Ⅰ兼农户,２０％~５０％
的为Ⅱ兼农户,低于２０％的为纯非农户[２９].
具体数据见农业部«苹果优势区域布局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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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容量与区域分布

优势区 环渤海优势区 渭北黄土高原优势区
省份 山东 甘肃 陕西

合计亚区域 泰沂山区 胶东半岛 陇东南 渭北
样本县 沂源 蒙阴 牟平 蓬莱 庆城 西峰 静宁 庄浪 白水 宝塔 旬邑
农户/户 ８７ ８９ ９６ ９５ ８５ ８４ ８７ ８５ ８３ ８４ ８５ ９６０
占比/％ ９．０６ ９．２７ １０．００ ９．９０ ８．８５ ８．７５ ９．０６ ８．８５ ８．６５ ８．７５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２　模型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作用方向
被解释变量
农户外包行为 选择外包服务＝１;未选择外包服务＝０ ０．７１４３ ０．４５２０
解释变量
苹果生产决策者的个体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９１９１ ０．２７２８ －
年龄 实际调查年龄/岁 ５０．９３３８ ９．１３００ －

受教育程度
没上学＝０;小学＝１;初中＝２;高中/中专＝３;大专
及以上＝４

１．８３８３ ０．８２０６ ＋

是否是党员或村干部 是＝１;否＝０ ０．２３００ ０．４２１１ ＋
是否参加合作社 是＝１;否＝０ ０．３６８７ ０．４８２７ ＋
家庭特征
种苹果劳动力人数 家庭实际种苹果劳动力人数 ２．０２００ ０．５６７８ －
苹果种植年限 家庭实际种植苹果年限 ２０．７４０５ ８．２９２０ ＋
兼业化程度 ２０１５年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０．２０５９ ０．３２３９ ＋
生产特征
苹果种植规模 实际苹果种植面积/亩 ８．３１３７ ７．８５６１ ＋
苹果园细碎化程度 苹果园块均面积/亩 ０．８６７７ １．１３４８

－

外部环境特征
离最近乡镇距离 实际离最近乡镇的距离/公里 １６．４５７６ ２８．８８６８ ＋
雇工成本 各生产环节雇工单价/(元/工) １２６．７３１４ ３０．４１２０ －
山东 是＝１;其他＝０ ０．３８００ ０．４８６０ ?
陕西 是＝１;其他＝０ ０．２６００ ０．４４１０ ?

　注:表中最后一栏是对变量影响的预测,其中“＋”表示该变量对果农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选择产生正面影响,“－”表示该变量预

期影响为负,“?”则表示该变量的影响理论难以判断.

　　统计结果显示,从苹果生产决策者的性别结构来看,男性比例较高,占９１．９１％,可见,由于苹果作

为一种高价值农产品,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特性使其生产与销售中更多是男性户主做出决策,这也符合

中国传统家庭情况[２７];从年龄分布来看,整个调查样本中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平均年龄为５０．９３岁,其
中,６０岁以上占１５．４０％,４５~６０岁占５９．１０％,４５岁以下占２５．５０％,苹果种植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

显;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平均文化水平为１．８３８３,接近初中水平;从社会经历来看,
是党员或村干部的苹果生产决策者较少,仅占样本总体的２３．００％;在组织参与方面,加入合作社的农

户仅占３６．８７％,参与比例较低;从农户兼业化程度来看,苹果种植户主要是纯农户,占６２．６０％,Ι兼

农户占２０．００％,Ⅱ兼农户占１３．６０％,纯非农户占３．８０％.在２４８３个农村有效劳动力样本中,种苹

果的劳动力占７８．１３％,种苹果的劳动力中兼业的占２５．２１％.苹果产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

完成各生产环节的劳动供给,提高家庭劳动力的效用,农户生产逐渐趋向专业化,家庭收入也主要来

源于农业收入;从苹果种植特征来看,调查样本农户整体土地面积１０７６４亩,苹果种植面积占

７４．９６％,其中,户均土地面积１１．２１亩,苹果户均种植面积８．３１３７亩,苹果园户均地块数为４．５１块,
苹果园平均细碎化程度０．８６７７亩.可以发现,苹果生产的细碎化程度较高,以小规模生产方式为

主;从地区来看,由于甘肃人口密度大和雇工成本低,其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最高,山东、陕西和甘

肃的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分别为６４．０９％、７３．７１％、７７．５８％.

　　三、实证分析

　　１．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关注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实证分析不考虑具体的外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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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是以是否选择外包服务作为被解释变量.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种对因变量数据假设要

求不高,并可以用来预测具有二分特点的因变量概率的统计方法[３２].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决策行

为虽然受复杂因素的影响,但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有“选择外包”和“未选择外包”两种.故采用二元

Logistic模型对影响果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P＝
exp Z( )

１＋exp Z( )
(４)

式(４)中,Z 是解释变量X１,X２,􀆺,Xi 的线性组合,主要包括苹果生产决策者的个体特征、家庭

特征、生产特征、外部环境特征,Z 的表达式为:

Z＝b０＋b１X１＋b２X２＋􀆺＋biXi＝b０＋∑
i

i＝１
biXi (５)

式(５)中,b０ 表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bi 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i表示解释变量的个数.在

数据统计分析过程中,将农户采取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概率设为P Y＝１( ) ,P 满足０≤P≤１,则
农户未采取外包行为的概率为１－P Y＝１( ) ,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时,通常要进行P 的Logit变

换,即

logitP＝ln P
１－P
é

ë
êê

ù

û
úú ＝b０＋∑

i

i＝１
biXi (６)

式(６)即为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模型所要估计的Logistic回归方程.

２．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运用SPSS２２．０统计分析软件对实地调研所获得的９６０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

分析,得到各因素对苹果种植户是否选择外包服务的影响大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３)总体上通过显

著性检验,模型拟合良好.
表３　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Logistic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B)

苹果生产决策者的个体特征

　性别 －０．１８４６ ０．２８５８ ０．４１７３ １ ０．５１８３ ０．８３１４

　年龄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０９１ ４．９４３９ １ ０．０２６２ ０．９８００

　受教育程度 ０．２０６８∗∗ ０．０９６３ ４．６１７５ １ ０．０３１６ １．２２９８

　是否是党员或村干部 －０．０６４４ ０．１８３９ ０．１２２９ １ ０．７２６０ ０．９３７６

　是否参加苹果相关组织 ０．０５２３ ０．１７５４ ０．０８８８ １ ０．７６５７ １．０５３７

家庭特征

　种苹果劳动力人数 －０．４４２０∗∗∗ ０．１３４２ １０．８５７６ 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６４２７

　苹果种植年限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０２ ５．２１６１ １ ０．０２２４ １．０２３６

　兼业化程度 －０．４９９４∗ ０．２８１２ ３．１５２７ １ ０．０７５８ ０．６０６９

生产特征

　苹果种植规模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１５６ ９．２８０７ １ ０．００２３ １．０４８６

　苹果园细碎化程度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７２７ １．８１２３ １ ０．１７８２ ０．９０６８

外部环境

　离最近乡镇距离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６ １．２９３６ １ ０．２５５４ １．００１８

　雇工成本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７ １．９４２９ １ ０．１６３４ ０．９９６３

　山东 －０．６６６９∗∗∗ ０．２２１６ ９．０５７７ １ ０．００２６ ０．５１３３

　陕西 －０．５２０５∗∗ ０．２０９５ ６．１７２５ １ ０．０１３０ ０．５９４２

常数项 ２．８２０７∗∗∗ ０．７２１０ １５．３０５４ 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６．７８８７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变量进入采用的是Enter方法.卡方检验结果为６８．９４４,自由度为１４,显

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０;最终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２LL值为１０６６．９８２,Cox&SnellR２为０．０７０,NagelkerkeR２为０．１００.

　　(１)苹果生产决策者个体特征对农户外包行为的影响.①苹果生产决策者年龄在模型中通过

５％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负(－０．０２０２),与预期一致,说明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对农户外包行

为选择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与王志刚等[１３]、申红芳等[１９]的研究发现一致.原因在于,苹果生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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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一般为家庭户主,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其非农就业机会成本降低,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

产,为了节约家庭生产性与消费性支出,同时规避生产环节外包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在自身具有一

定劳动能力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果农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意愿较低,因此采取外包行为的概率也会

降低.②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采取外包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０．２０６８,
并通过５％显著性水平检验,与预期一致,这也与应瑞瑶等[３３]研究结论一致.究其原因,文化程度高

的苹果生产决策者具有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上非农就业的确定性收益比较优势,促使其愿意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非农工作中,从而实现家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③苹果生产决策者是否是党员

或村干部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且不显著,系数为－０．０６４４,与预期方向不一致,究
其原因,苹果生产决策者是党员或者村干部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威望,号召力比较

强,更容易通过帮工等方式进行生产,从而采用外包的可能性更低.此外,苹果生产决策者的性别和

是否参加苹果相关组织２个变量系数分别为－０．１８４６和０．０５２３,虽然与预期方向一致但不显著,原
因在于苹果种植户是否选择外包行为的关键因素是对劳动效率的比较,而这两个特征与农户自身劳

动效率的关系并不大,因此农户在外包选择时一般不会考虑这些因素.
(２)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户外包行为的影响.①种苹果的劳动力人数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外包行为

选择,系数为－０．４４２０且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预期方向一致,这也与蔡荣、蔡书凯[１８]的研

究结论一致,家庭中种苹果的劳动力人数越多,依靠家庭劳动力完成部分甚至全部苹果生产环节的可

能性越大,从而使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降低.②苹果种植年限对农户外包行为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系数为０．０２３３并通过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预期方向一致,这也与陈超、黄宏伟[２４]的研究

一致.随着苹果种植年限的增长,农户苹果种植经验不断积累,为了实现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

用,农户趋向于扩大种植规模与专业化生产,家庭劳动力的约束性更加明显,因此,为了保证苹果生产

效益的最大化,农户采取外包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增大.③农户兼业化程度对农户外包行为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系数为－０．４９９４且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预期方向一致,这也与肖志敏[３４]的研

究一致.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高,说明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经营更倾向于选择

自己精耕细作,因此,采取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小.
(３)生产特征对农户外包行为的影响.①苹果种植规模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系数为０．０４７４且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预期一致,这也与陈江华等[３０]的研究一致.苹

果经营规模越大,家庭劳动力难以满足苹果生产需要,农户受家庭劳动力的约束性越明显,因此,农户

采取外包行为的可能性越大.②苹果园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

著,系数为－０．０９７９,与预期一致.可能原因是苹果种植区域化特征明显,一般是连片种植或地块距

离相近,苹果园细碎化程度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
(４)外部环境特征对农户外包行为的影响.①山东和陕西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在模型中分别通过

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分别为－０．６６６９和－０．５２０５,说明与甘肃相比,山东和陕西的苹

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明显,均比甘肃的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低,进而证明地区差异导致各苹果

主产省的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明显.究其原因,相对山东和陕西,甘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
户从事苹果生产的机会成本较低,加上农业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导致甘肃地区的雇工成本相对低

廉,根据笔者实地调研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山东、陕西和甘肃的雇工成本分别为１３８．９６元/工、１２４．６４
元/工和１１５．６５元/工.因此,相对较低的雇工成本导致甘肃的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要比其他两个

省高.②离最近乡镇距离和雇工成本２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１８和－０．００３７,与预期一致但不

显著,原因在于苹果生产环节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导致农户苹果生产趋向专业化,农户受家庭劳动力

资源约束情况下更关心苹果收入的变动,因此,离最近乡镇距离和雇工成本并不是农户选择生产环节

外包的主要考虑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对山东、陕西、甘肃三个苹果主产省的９６０个苹果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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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劳动力资源约束下农户采取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选择二元 Logistic模型实

证分析影响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１)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越大,选择

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越小;与此相反,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苹果生产环节外

包的概率越大;(２)家庭中种苹果的劳动力人数和兼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

有抑制作用;家庭苹果种植年限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促进作用;(３)苹果种植规模的扩

大能够促进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选择;(４)不同地区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明显,
相对山东和陕西,甘肃的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最高.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有助于推进农业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有效化解苹果生产中“谁来种地”和“如
何种地”等突出问题,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激发农村经济活力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实现农业

规模化经营的重要环节.依据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１)当前苹果生产决策者仍然以缺乏科

学文化素养的中老年劳动力为主,对新技术和新经营理念的接受能力普遍较差.针对当前苹果生产

决策者的年龄结构与文化素质状况,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中年苹果种植劳动力的务农技能培训,提高

其苹果生产技能与经营能力,进而促进其对生产环节外包等专业化社会服务的需求.同时,引导老龄

劳动力通过苹果生产环节外包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应对果农老龄化危机;(２)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

户对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需求特征与选择目的不同,以农为主的农户一般苹果种植年限较长,苹果生

产中所投入的专用性物质资产较多,苹果生产的“套牢”效应迫使其趋向于专业化生产,其采取生产环

节外包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家庭农业劳动力的不足;而以农为辅的农户一般苹果种植年限较短,家
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就业收入,其选择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家庭农业劳动力.政

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劳动力结构和兼业化程度,构建更具有针对性的劳动力社会化服务供

需对接机制和信息服务平台,更加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水平;(３)当前我国苹果的规模化经营

水平较低,苹果种植的小规模经营抑制了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的选择,进而阻碍了苹果生产的专业

化与规模化经营.政府应通过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引导小规模分散经营农户将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扩大农户苹果生产经营规模,进而实现生产环节的规模经营;(４)不同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和劳动力供需状况不同,导致苹果生产环节外包呈现显著的区域化

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外包成本的差异.因此,政府应根据区域特征差异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苹果

生产节本增效发展战略,降低苹果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成本,进而降低农户苹果生产环节的外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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